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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的演变历程、特征、动因、进入模式、组织结构
及成效等内容。研究发现，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经历了“萌芽→起步→调整→加快”４个发展阶段，呈现
出投资规模增长迅速、投资主体多元、领域日益拓展、形式丰富多样、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主要特
征。拓展国际市场，追踪、获取技术前沿，培育国内研发人才，规避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差
异风险是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的主要动因。跨国公司结合自身实力，普遍采取并购、绿地投资、共建研
发联盟等模式进入东道国，且呈现出综合研发网络等多元化组织结构类型。最后，结合当前中国研究机构
“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从模式转型、组织战略变革、新兴经济体间合作、政策整合与集成方面提出研究展
望。
关键词：研究机构；研发国际化；ＦＤＩ；改革开放４０年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９／ｋｊｊｂｙｄｃ．Ｌ２０１８０８３６０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４８（２０１９）０９－００１０－０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Ｃｈｅｎ　Ｗｕ１，３，Ｃｈｅｎ　Ｔｉａｎｚｉ　２，Ｌｉ　Ｙａｎｐｉｎｇ３

（１．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
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ｆｏｕｒ　ｐｈａｓｅｓ：ｓｐｒｏｕ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ａ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ｄ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ａｎｄ
ｅｖ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Ａ，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Ｒ＆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ｆｏｒ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ＤＩ；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在不断探索和实践
推动研究机构“走出去”的发展模式和策略，特别是在

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将企业“走出去”定位
为基本战略，其成为第１０个五年规划中的“四大新战
略”之一。２０１６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讲话时提出：“增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订
的实力和能力，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
新合作［１］。”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
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创新对外投
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２］。”这是继中国政府先后
提出“向科学进军”（１９５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１９８８）、“科教兴国战略”（１９９５）、“建设创新型国家战
略”（２００６）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２０１２），再到提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论断（２０１５）
后，提出推动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升级版”。
研究机构“走出去”即为研发国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Ｄ），是指企业的人力、资本、知识等研发资
源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跨境配置［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
欧美等西方国家随着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全球知识生产

方式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成
为企业获取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途

径［４］。而中国本土企业先天技术不足，长期依靠技术
引进和模仿等方式学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在“走
出去”方面起步较晚且进展缓慢［５］，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国企业开始主动与欧美国家企业、高校、研发机构
等开展国际合作，如华为于１９９９年在印度班加罗尔设
立研发中心，至今已在美、英、德等国家建立海外研究
所１６个。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竞争力的不断
增强，“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实现海外扩张的重要模
式，２０００年是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起点［６］；２０１４年
是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增速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的

历史元年［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分布在全世界８８个国家和
地区的１　５００多家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了研发机构；

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最高值，净额为
１　９６１．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４．７％，蝉联全球第二位。截
至２０１６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３．７２万家，涉
及２．４４万家境内投资者，分布在全球１９０个国家（地
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５万亿美元。此外，自
２０１５年中国实施“双创”战略以来，众创空间成为企业
研究机构走出去、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又一重要平台
载体［８］，如太库（德国）孵化器于２０１７年成为首家获得
德国联邦质量认证的中国孵化器。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

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回顾总结４０年来，具
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机构海外发展的国际化模式和经

验，将为继续推动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拓展海外生
存空间，参与全球竞争提供重要借鉴。

１　理论框架

为系统梳理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研究机构“走出
去”的探索与实践历程，本文从研究机构“走出去”的演
进历程角度，构建图１所示的理论框架。基于该框架，
从政治、经济、市场、社会等角度重点阐释中国研究机
构“走出去”的演变过程，研究机构为何要“走出去”？
采用何种“走出去”模式更为有效？“走出去”模式与组
织结构存在何种关系？“走出去”将对母国和东道国研
究机构产生何种成效？通过系统阐述上述问题，清晰
地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机构国际化发展路线。

图１　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理论框架

２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发展演变

２．１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的总体历程

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是伴随着企业海外投资而
逐步形成的，故研究机构“走出去”发展历程与企业“走
出去”战略的发展历程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
“走出去”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调整阶
段－加快阶段”［６］，如图２所示。

（１）萌芽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新中国成立后，建

筑工程领域最早成为中国企业开启“走出去”探索和实
践的行业领域。随着对外贸易日渐活跃，以中国化工
进出口总公司为代表的专业外贸企业和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企业开始逐步尝试开办合资企业或设置海外代表

处［６］，外贸出口成为探索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
主要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逐步对
外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年，中国共有１１３家企业，在国外投资２亿多美
元［９］。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规模
小、数量少、涉及领域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等特点，总

·１１·　第９期　 　　　陈　武，陈天子，李燕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的探索与实践



体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
（２）起步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经过初期探索与

实践，束缚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逐步被放宽，１９８５年出
现了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党的十四大提出扩大
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激发企业“走
出去”，至１９９２年底，通过独资、合资或合作生产等方式
参与海外投资的企业达到４　１１７家，投资区域覆盖１２０

多个国家（地区），投资金额亦达到了４０亿元。起步阶
段的企业“走出去”领域日趋多元化，逐步拓展至交通
运输、加工制造、资源开发等２０多个行业。企业类型
亦不断增加，信托投资公司、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等
纷纷加入跨国经营行列。此阶段“走出去”企业仍然以
大中型国企为主，民企体量较小，主要受制于政策体系
不完善、经济发展落后等因素。

图２　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演变历程

　　（３）调整阶段（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经济高速发展，造
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投资结构失衡、物价飞涨和发展过
热等突出问题。为保持经济稳定，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中国
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涉及企业“走出去”
的政策主要有《境外企业管理条例》等，上述政策收紧
了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审批，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
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下降，如图３所
示，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
且在２０００年跌至谷底。此阶段对外投资领域以渔业、
矿业、林业等资源开发和生产、加工、装配等制造业为
主，投资主体从贸易公司逐步转向大中型生产企业，且
生产企业境外投资比重不断提升［６］。这一阶段也是对
前２０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的系统性总结，通过完
善支持和规范性政策强化海外投资监管，并提出了发
展海外投资的新战略方针。

图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

发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４）加快阶段（２０００年之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
融危机爆发后，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步伐，鼓励有比
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中国出台了《关
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通
过减少审批程序、简化手续、下放权限等措施改革境
外投资审批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沿海私营企业积极
开展对外投资。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中国政府提出并积

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走出去”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中国企业主动融入经
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由图４可知，２０００年之后，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６年对外直接投
资达１　９６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７％；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３５．８％，是２００２年的７２．６倍，
由２００２年的全球第２６位，上升并蝉联全球第二位，
虽然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
苏之路依旧崎岖，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一直处于
强劲增长态势。

２．２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的主要特征

历经近４０年的“走出去”探索和实践，中国企业海
外拓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１）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
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２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６年的１　９６１．５亿美元，特别是近５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增长更为迅速，年均增长率为２２．３％，近５年对外投
资总量是前３３年（１９７９－２０１１年）对外投资总和的２
倍。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对外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
升，２００３年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１４年连增，

２０１６年流量是２００２年的７２．６倍，占全球比重由０．５％
提升至１３．５％，首次突破两位数，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２）投资主体逐渐多元，民营企业日益活跃。２００３
年，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核心主体，且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为境内主要投资行业。而到２０１６年末，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者达到２．４４万家，有限责任公司占４３．
２％，是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群体；私营企业占２６．
２％，位列次席；股份有限公司占１０．１％；国有企业占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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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商投资企业占４．８％；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３．
２％；个体经营占２．４％，股份合作企业占２％，集体企业
占０．５％，其它占２．４％。中央企业及单位１７７家，仅占
０．７％，各省市区的地方企业投资者占９９．３％，如图５所

示。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共计１．４６万家，占境内投资
者总数的５９．９％。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５个计划
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境外均设有对外直接投
资企业。

图４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发展趋势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数据为中国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２００６年同比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值

图５　２００３年（左）、２０１６年（右）中国投资主体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布情况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２００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２０１６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下同

　　（３）投资领域日益拓展，行业比重逐步转换。２００３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１３９个国家和
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６０％，对外投资领域主要分
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和采矿业，占当
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９２．６％，所属行业以制造业、批
发零售业比例最大。而至２０１６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

遍布全球超过８０％的国家（地区），共有３．７２万家对外
直接投资企业设立在全球１９０个国家（地区），国民经
济所有行业类别均被覆盖，有５个行业存量规模达到
千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依然是境外企业最为聚集的行业，累计数量超过２．３
万家，占境外企业总数的６２．７％。

图６　２００３年（左）、２０１６年（右）中国境内投资者按登记注册类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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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投资形式丰富多样，并购成为核心投资方式。
２００３年中国对外投资中，亚洲地区占当年对外直接投
资净额的一半以上，香港是投资最集中的地区，对外直
接投资中，收购方式占比１８％，利润再投资占比３５％，
股本投资占比１４％，其它投资占比３３％。而２０１６年是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最为活跃的年份，完成７６５起
并购项目，交易总额达到１　３５３．３亿美元，涉及７４个国
家（地区），其中，８６５亿美元为直接投资，占并购总额的
６３．９％，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４４．１％；近６成投
资形成境外企业股权，债务工具规模创历史极值，新增
股权投资１　１４１．３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５８．２％。

（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重点投资区域。
２０１６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
量为１　２９４．１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９．５％。存量位列前１０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
尼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越南、阿联酋、巴基斯坦、缅
甸、泰国。２０１６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
起并购项目１１５起，并购金额６６．４亿美元，占并购总额
的４．９％。

３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动因

研究机构为什么要“走出去”？交易成本理论和垄
断优势理论均认为研发国际化是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

资方式，借助东道国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所有权
和资产内部化，以此降低产品和服务的跨国转移成本，
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１０］。而知识基础观则认为知识是
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特别是那些隐性且不易被表
达的知识对于创造企业竞争优势更为重要［１１］。故中国
研究机构“走出去”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国际市场拓展动因

国际市场的开拓有利于企业低成本地利用东道国

优势资源，增强对国际规模的掌控能力和国际化经营
能力［６，１２］。为适应东道国市场需求，企业往往通过在欠
发达地区构建研发中心的方式，转移转化科技成果，开
发契合本土化需求的产品并进行工艺创新［１３］，如华为、
中兴、海尔等为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习惯和市场特点，
纷纷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开发本土化的技术和
产品［１４］。此外，获取和培养创新人才亦是研究机构“走
出去”的重要动因，如江淮和长安汽车在意大利设立研
发中心，一方面聘用本地技术人才参与研发，另一方面
派遣国内人才前往意大利学习研发、管理等，实现人才
培养［１５］。

３．２　技术创新需求动因

研究机构“走出去”的核心动因是获取技术资
源［１６］。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长期受制
于核心技术而无法占据产业链的核心，经常受到国外
政府、国际巨头企业的挑战，如２０１８年４月中兴受到美
国政府制裁，禁止中兴７年内不得采购美国公司生产
的零部件、软件、商品和技术，中兴因缺乏芯片制造核
心技术而陷入瘫痪状态；２０１８年５月联想集团第二次

被“踢”出恒生指数成份股，核心原因亦是对美国元器
件有着致命的依赖。故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在技术
创新需求动因层面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学习和掌握最
新技术动态，依托海外研究机构将最新行业技术信息
转移回国内。如２００３年，杭州佳力科技在德国建立研
发中心，借助该研发中心，佳力科技与斯米特公司达成
合作，获得防爆叉车生产技术；万向集团为保持与国际
先进技术同步，于１９９４年在美国芝加哥、底特律分别
设立万向美国公司和万向北美技术中心，专注新产品
开发设计。二是聘用东道国科技人才，并利用其基础
设施为母国产品进行技术创新［１５］。如中兴在瑞典设立
研发机构的初衷便是利用当地在３Ｇ通信技术方面的
技术优势和资源，随后在美国、法国等地设立１５个研
究机构，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跟踪，最终成长为具有世界
竞争力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其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居
全球第１位。

３．３　国内外环境差异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

来，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
性变化［１７］，良好的知识共享、产权保护、基础设施等创
新环境已然成为驱动研究机构“走出去”的重要动因之
一。因此，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要
素均会影响研究机构的国际化决策［１８］。

（１）国内环境。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
持续的高速增长，企业亦面临生产成本逐年上涨的挑
战。高速发展的经济造成巨大的资源消耗，原材料成
本不断上升，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也快速上涨，如
图７所示，近１０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
年均增长率１０．６％的速度上涨，显著高于２０１５年马来
西亚５３８美元、泰国４３８美元、越南２０６美元、印度１３６
美元［１９］，可见与上述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
优势已然丧失。部分跨国公司开始往东南亚地区寻求
发展空间，如２０１８年５月日本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
限公司关闭，工厂重心迁往东南亚；韩国三星（深圳）裁
撤深圳工厂，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２０１７年１月，希捷
关闭中国苏州硬盘厂，宣布未来５年在泰国投资４．７亿
美元。
此外，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亦对企业生存发展造成

巨大压力。由图８可知，中国各类土地价格均处于增
长态势，２００５年中国工业用地价格为４９２元／ｍ２，截至
２０１６年年末工业地价为７８２元／ｍ２，上涨了５８．９４％，
２０１６年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天津、合肥、武汉、重庆、
深圳等９个城市土地出让收入超过千亿元，从全国卖
地最多的５０个城市看，土地出让金合计达到了２．６９万
亿元，同比上涨了３４％，而成交总面积还略微下滑。劳
动力、土地等要素影响企业盈利、规模和资金实力等经
营绩效，经营效益进一步影响企业研发国际化决策；同
时，国内研发实力、开放程度和政治关联等亦会影响研
究机构“走出去”决策［１２］，如政治关联度，虽然会显著增
强企业人力资本与海外研发之间的关系，但也会降低
企业创新能力对研发国际化的正向作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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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单位：元）
资料来源：《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主要城市监测地价环比增长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２０１６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２）外部环境。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研发资
源、科技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市场规模等均会影响企
业研发国际化行为，上述资源禀赋水平愈高，对企业的
吸引力愈大。东道国的专利保护、税收等政策亦会影
响企业国际化决策，通过“走出去”实现贸易壁垒规避，
绕过部分关税和限制，提高国际竞争力。如２０１７年８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启动３０１调查，主要针
对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法律政策；２０１８
年３月，特朗普宣布计划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
征收２５％和１０％进口关税，受此影响，６月美国老牌摩
托车制造商哈雷摩托车计划将部分摩托车生产转移至

海外。可见，此时直接设立海外研究基地，相比产品出
口，更容易为东道国所接受。

４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模式

自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企业日益认识
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正逐渐步入由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质量持
续提升，《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４）》数
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底，中国６５１家创新型企业２０１２
年Ｒ＆Ｄ经费支出总额为４　１６２．４亿元，相当于全国大
中型工业企业Ｒ＆Ｄ支出总额的６９．５％，建立了８２７个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随着部分企业国际竞争力持
续增强，纷纷开始积极探索和尝试设立海外研究机构，
２０１２年有７０多家企业在海外设立１００多家研究机构，
在２０１４年财富世界５００强榜单上，创新型企业有４９
家［２１］。中国企业海外研究机构数量不断增加，逐渐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机构“走出去”模式。

４．１　绿地投资模式

绿地投资模式是设立海外研究机构最普遍、最直
接、最主要的模式。德国、荷兰、英国等国家跨国公司
有超过５０％的实验室设立在非母国地区［６］，如西门子
公司２０１７年在全球投入约５０亿欧元用于研发，２０１６
年西门子在全球成立独立创新业务部门ｎｅｘｔ４７，专注
于人工智能、自主机械、分布式电气化、网络化交通等
五大创新领域，截至２０１６财年，仅在中国就有超过
４　５００名研发人员和工程师以及２０个研发中心。中国
上海已然成为跨国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的核心区域，
２０１７年底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已经达到４２６家，其
中，全球研发中心和亚太区研发中心分别为４０家、１７
家［２２］。
绿地投资往往是技术领先、品牌专有跨国公司采

取的海外研发能力拓展模式，绿地投资研究机构投资
主体单一，研发方向明确且较少涉及利益分配，研发自
主权较大，风险相对较小，此类海外研究机构拥有与跨
国公司相似的文化和管理方式，是中国企业研究机构
“走出去”的主要模式［２３］。如长安汽车在日本、意大利、
美国等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以及海信集团在德国、加
拿大等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均为绿地投资模式［７］，但
此类模式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载体建设，成本相对较
高，如设备采购等。

４．２　并购东道国研究机构模式

并购海外研究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被并购方的先
进技术和资源网络，有助于弥补关键技术不足，并在短
期内形成较强的海外研发能力［２４］，具有投资少、见效快
等特点。如２０１６年，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５５．８亿
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家电业务项目；腾讯控股
有限公司等以 ４１ 亿美元收购芬兰 Ｓｕｐｅｒｃｅｌｌ公司
８４．３％股权；天津天海物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６０．１
亿美元收购美国英迈国际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以
３７．７亿美元收购巴西朱比亚水电站和伊利亚水电站
３０年经营权项目［２５］。然而，并购模式存在资源整合与
消化、地区文化差异、技术吸收转移、管理能力、东道国
政策限制等诸多挑战［６］。

４．３　研发联盟共建模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跨
国公司通过共建研发联盟模式实现全球资源配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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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２１世纪，此类研发联盟发展迅速，至２００７年已有
１４　７００个［２６］，研发联盟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及风险，并
加速创新投资回收，且能够有效避免与竞争对手在非
核心领域的竞争损耗，促进跨国公司专注核心技术领
域［６］。共建研发联盟模式有助于企业借助合作伙伴的
研发网络抢占创新制高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采
取研发联盟模式进行海外合作的企业，往往具备一定
的技术优势、规模和品牌影响力，具备与其它跨国公司
实现优势互补的能力，如潍柴动力在国内市场一直处
于领先地位，但仅限于符合欧Ⅰ、欧Ⅱ标准的柴油机发
动机产品，与国际先进的欧Ⅲ、欧Ⅳ标准的产品技术差
距较大，为此，潍柴动力与奥地利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
设备公司（简称“ＡＶＬ公司”）于２００３年建立研发联盟，
通过此类联盟成功研发出欧Ⅲ、欧Ⅳ标准产品，促使潍
柴动力持续保持国内市场的领先地位。

５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组织结构

Ｇａｓｓｍａｎｎ　＆Ｚｅｄｔｗｉｔｚ［２７］以德国、美国、日本、瑞士
等国家的３１家跨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研究机构国际
化的主要动因、障碍及趋势。后续研究以此为基础，将
研究机构组织形式分为５种典型类别［２８］：①民族中心
型。以集中研发为核心组织架构，并且研发活动集中
在母国，严密保护核心技术；②地域中心型。以全球协
同为导向，通过集中研发机构对市场进行监测，并展开
适应性研发；③研发中心型。强化母国研发中心的统
筹作用，统一协调和支持海外研究机构活动；④多中心
分散型。以独立研发中心之间相互竞争为导向，在全
球布局研发机构，并独立开展研发业务；⑤综合研发网
络型。以整合协同全球研发机构为导向，形成全球研
发合作网络，通过各自核心研发能力协同完成技术研
发和市场开拓。此外，Ｃｈｉｅｓａ［２９］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组
织模式分为全球中心、全球专业化和全球整合３种。
Ｂｒｏｃｋｈｏｆｆ［３０］则将跨国公司海外研究机构的组织模式划
分为中心边缘型、多区域能力中心型和全球网络组织３
种类型。
中国研究机构国际化起步较晚，但亦经历了从以民

族为中心到全球网络化的演变，如图９所示。初始阶
段，“中心边缘型”是中国研究机构国际化的主要组织模
式，即海外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监控、搜索和辅助总部研
发活动，并将总部创新工艺推向国际市场，而工艺和产
品创新活动主要由国内总部研究机构完成；发展阶段，
“星型结构”成为主要组织模式，海外研究机构的地位显
著提升，职能扩张至承担总部技术的海外转移，以及针
对海外市场条件进行产品工艺创新，但研发资源仍然受
到国内总部的限制；成熟阶段，“全球协同创新网络”成
为核心组织模式，全球市场成为研发活动的核心目标，
各个研究机构之间协同创新活动日益紧密，中央创新中
心消失，总部与各机构之间的协调活动由环境决定。近

年来，随着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日益加深，其组织形
式亦呈现出多样化类型，如康佳、中兴设置的海外研究
机构均为典型的民族中心型，ＴＣＬ海外研究机构为典型
的研发中心型组织模式，而金帝海外研究机构为典型的
地域中心型组织模式［１４］，华为公司则随着产品研发战略
的转变逐步经历了“民族中心→地域中心→研发中心”
的动态组织结构演变［３１］。

图９　不同阶段企业跨国布局空间组织形式
资料来源：《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６　我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成效

自１９７９年中国企业开始探索“走出去”以来，中国
企业“走出去”成效显著，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仅国家高新区
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就达到９９４家［３２］。以联想、华
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以海尔、海信为代表的
家电产业，以长安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产业，以伊利为代
表的乳制品产业，以太库为代表的孵化产业均在海外
设立了研究机构，如表１所示。海外机构的设立既提
升了上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又促进国内不断实现突
破性创新，如欧洲专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华为２０１７
年共申请专利２　３９８项，位居全球第一。
此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亦在不断加快推动地

区企业“走出去”进程，如浙江省作为中国全球化的一
个缩影，历经萌芽期（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和发展期（２０００年至
今）两个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间，浙江企业共在境外设
立研发机构３１家，投资总额达１１　２４５．１８万美元［３３］；
２０１５年以浙江华海药业为代表的２５家浙江出口企业
荣登医药国际化百强榜；至２０１６年底，浙江共有８　６５４
家覆盖１４２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与机构，仅２０１６
年，浙企就发起１６６起海外并购项目，并购额达８２．４亿
美元［３４］，如东南亚最大电商Ｌａｚａｄａ被阿里巴巴收购。
同时，李梅等［３５］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
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研发国际化对中国跨国企业的
创新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社会资源对企业开展
研发国际化和创新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在制度落后地
区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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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典型案例及成效

案例企业 “走出去”时间 “走出去”成效
联想集团 １９９２ 设立美国硅谷研究所，用于及时获取电脑最新技术情况与信息

中兴通讯 １９９８
设立美国（新泽西、圣地亚哥、硅谷）研究中心，至２０１１年，在美国、法国、瑞典、韩国和印度等多个
国家共设有１５个研发机构，初步形成全球研发网络

海尔集团 １９９９
设立美国洛杉矶研发中心，负责深入美国市场，及时、有效地收集美国各细分市场的需求，设计、开
发更符合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

华为公司 １９９９ 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

２０００ 在俄罗斯设立数学研究所，吸引顶尖的俄罗斯数学家参与华为的基础性研发

２１世纪后
在美、英、德、法、俄等国家已经建立了１６个研究所，德国慕尼黑的研究所研发团队本地化率近
８０％

长安汽车 ２００３
设立意大利都灵研发中心，是中国首个汽车行业海外研发机构，主要功能是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
术，改进母国产品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海信集团 ２００７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设立独立研发中心，在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以色列等已设立了７处海外研
发机构，海外研发团队的规模化、国际化、品牌化已经初步形成

伊利集团 ２０１４ 与瓦赫宁根大学共同设立伊利欧洲研发中心，中国乳业首个海外研发中心

太库科技 ２０１７
太库（德国）获得由德国联邦创新科技孵化中心（ＢＶＩＺ）颁发的“联邦认证创新中心”资质，太库成
为首家获得德国联邦质量认证的中国孵化器

腾讯公司 ２０１７ 腾讯将在美国西雅图设立新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ＴＣＬ集团 ２０１８ 在波兰设立欧洲研发中心，主要聚焦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

７　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研究机构
“走出去”的探索与实践历程。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
经历了萌芽、起步、调整、加快４个阶段，呈现投资规模
增长迅速、投资主体多元、领域日益拓展等主要特征。
同时，本文系统回顾了研究机构“走出去”的动因、模
式、组织结构及成效。研究发现，研究机构国际化动因
与政治、经济、文化、企业实力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特
有的国情必然造就有别于发达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的
研究机构“走出去”经验模式。表现在动因层面，与发
达国家透过研究机构国际化进行母国技术输出和海外

生产支持不同，中国企业因技术基础落后等因素，秉持
“技术追赶”、“技术学习”、“技术引进”的理念实施研究
机构国际化战略，历经近４０年的“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过程，技术积累不断增加，将逐步从技术
探索向全球技术领导者的方向演化，最终形成自有全
球创新网络体系。在“走出去”模式层面，中国企业技
术需求对外依存度较高，海外人才和管理经验不足，故
较多采用并购方式，而西方企业则因技术保护、管理经
验丰富、对外技术依赖低等因素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模
式。在组织结构层面，中国海外研究机构主要负责技
术追踪和监控，辅助国内总部开展技术研发，而西方企
业则以技术输出为主。在创新成效层面，研究机构国
际化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发达国家研发国际化
对企业绩效则存在 Ｕ型、倒 Ｕ型影响等多元化结论。
随着全球一体化、网络经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的进
一步深化，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模式将继续深度演
化，推动研发实力提升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基
于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的演变历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认为以下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１）“走出去”模式转型探究。中国企业长期对外
技术依存度较高，包括海尔、腾讯等多数中国企业偏好
采用并购模式“走入”东道国，源于投资少、见效快，故
在“走出去”初期取得较好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企
业发起的并购金额愈来愈大，且呈现出品牌收购、高端
技术特征，导致东道国政府异常敏感，政府对并购项目
干预逐步增强，如２０１６年福建宏芯拟６．７亿欧元收购
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 Ａｉｘｔｒｏｎ，遭到德国政府部门抵
制；紫光股份拟３７．７５亿美元收购西部数据１５％股份，
遭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而失败；２０１６年中国
海外并购被取消的交易金额高达７５０多亿美元。为
此，未来需要着重探索中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研发联
盟等其它“走出去”模式的路径与方法，特别是随着互
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崛起，以海尔众创意为代表的平
台组织将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型组织模式，
以此破解当前并购模式产生的困境。

（２）技术引进向技术输出转型的组织战略变革。
由图６可知，中国研究机构“走出去”领域已然涉及信
息技术、科学研究、电力燃气等高端技术产业且比重不
断上升。与技术引进不同，技术输出战略需要企业具
备更高水平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嵌入程度更高的全球
研发网络，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依然导致中国企
业技术输出受阻，如２０１８年美国禁止其国内企业采购
华为通信设备。此种情境下，应及时研究中国研究机
构如何克服传统企业组织惯性，构建跨越“本土—区
域—全球”网络空间的新型组织结构，助推组织结构由
“中心边缘型”向“全球协同创新网络”转变，完成由技
术引进向全球技术领导者角色转型。

（３）新兴经济体间研发国际化合作问题研究。近
年来，随着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沿线国家
的投资日益增长，２０１６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１　２９４．１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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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存量的９．５％；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
购项目１１５起，并购金额６６．４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４．
９％，可见，中国企业在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和研究机构
布局呈逐步增长趋势。那么，中国企业复制已有的国
际化经验或移植发达国家在新兴经济国家设立研究机

构的经验是否依然有效？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发达国家

研究机构国际化问题，以及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布
局海外研究机构的动因等内容，但未来需要深入挖掘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研究机构的组织
与管理模式，为新兴经济体间研究机构国际化布局提
供理论依据。

（４）支持研究机构“走出去”政策的整合与集成探
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引导研究机构避免国际化进
程中盲目追求先进技术、进入非业务关联领域等问题
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的政策仍然对研究机构“走
出去”存在较强的束缚，未来需要重点探究如何有效整
合和集成审批、财税、金融等政策，从根本上转变政策
服务与支持方式的路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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